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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正氛围的理论机制、研究视角及研究框架* 

张晓怿  高  记  王云峰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天津 300401) 

摘  要  组织公正是员工对工作场所公正环境的心理感知, 研究层面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以往研究多集中在

个体层面, 以致研究结果缺乏对群体现象的有效解释。进入新世纪学者们开始关注群体层面的公正氛围研究, 
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通过回顾相关研究可以发现：(1)在理论机制上, 公正氛围的形成可以

通过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吸引−选择−磨合模型、公正传染概念和公正启发理论来解释; (2)在研究视角上, 主要

存在维度视角、整体视角、感知来源视角、氛围属性视角和第三方视角; (3)在研究主题上, 主要涉及领导、团

队和组织三方面对公正氛围的影响, 以及公正氛围对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的影响效果。未来研究可着

重从多种领导行为对不同公正氛围影响的比较、其他领导因素对公正氛围的影响、不同公正氛围对结果变量

影响的比较、新视角公正氛围测量方法的尝试, 以及文化因素对公正氛围的影响研究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组织公正; 组织氛围; 公正感知; 公正氛围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过 去 半 个 多 世 纪 里 , 关 于 组 织 公 正

(organizational justice)1 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学者们

的目光。从早期的多维度公正(程序、分配、交互, 
其中交互又可分为人际和信息)到后来的整体公

正(overall justice)再到近些年的多感知来源公正

(multifoci justice)、第三方公正 (the third-party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组织公正理

论在被不断研究中得以持续发展, 并展现出对管

理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赵书松 , 张一杰 , 赵君 , 
2018; Ambrose & Schminke, 2009; Colquitt, 2001; 
Cropanzano, Li & Benson, 2011)。然而以往研究多

关注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正感知, 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组织公正理论的发展, 同时在实践中对于

一些组织群体现象也缺乏有效的解释。Na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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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有国内学者称为组织公平 , 如王站杰 , 买生和李万明

(2017)。关于二者的区别, 参见张晓怿和王云峰(2018)。 
2 以下将组织公正氛围简称为公正氛围 , 将组织公正感知

简称为公正感知。 

和 Bennett (2000)首次将组织氛围与组织公正相结

合 , 提 出 了 程 序 公 正 氛 围 (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的概念, 从而将组织公正从个体层面的员

工感知上升为群体层面的一种组织环境, 拓宽了

组织公正的研究领域。研究发现, 组织公正氛围

与组织公正感知 2 的结构不同(Liao & Rupp, 2005), 
在 对 结 果 变 量 的 影 响 上 也 有 所 差 别 (Li & 
Cropanzano, 2009)。 

近 20 年来, 公正氛围的理论不断完善, 实证

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尤其最近几年学者们开始

从一些新角度(如感知来源和第三方)研究公正氛

围, 为我们认识公正氛围的结构和作用提供了新

的思路。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公正氛围理论和实证

研究的系统梳理, 对新的研究成果也未有介绍。

基于此, 本文首先介绍了公正氛围与公正感知的

区别, 阐述了公正氛围形成的理论基础, 列举了

当前国内外学者在公正氛围研究中主要采用的视

角和公正氛围的测量方法。然后分别从公正氛围

的影响因素、影响结果、中介和调节作用等方面, 
对近年来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

了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实证研究汇总模

型。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评价, 并提出几点未来

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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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正氛围的概念发展与理论基础 

2.1  公正氛围与公正感知 
关于组织公正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Adams 

(1965)的公平理论研究。该理论关注工作付出与回

报的比例 , 后被称之为“分配公正” (distributive 
justice)。Thibaut 和 Walker (1975)在研究法律程序

中的公正问题时提出了“程序公正” (procedural 
justice), 关注分配决策制定过程和执行的公正情

况。Bies 和 Moag (1986)则关注程序执行过程中的

人际互动 , 将其称之为“交互公正” (interactional 
justice)。Greenberg (1987)给出了组织公正的一般

性定义：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公正程度的感知。

Greenberg (1993)进一步将交互公正分为“人际公

正 ” (interpersonal justice) 和 “ 信 息 公 正 ” 
(informational justice)。前者关注程序执行或结果

决定中, 上级对待下属是否尊重、礼貌; 后者则关

注程序执行或结果决定中, 上级是否给下属提供

了应有的信息和解释 (张松 , 戴春林 , 李茂平 , 
2010; Colquitt & Zipay, 2015)。 

Naumann和 Bennett (2000)首次将组织公正上

升至群体层面 , 提出了公正氛围(justice climate)
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一个工作群体被整体对待

情况的集体认知(第 882 页)。只不过在其研究中他

们只关注了程序维度。之后, 学者们根据个体公

正感知定义和维度 , 结合程序公正氛围的定义 , 
又先后提出了分配公正氛围 (distributive justice 
climate, 员工对所得报酬反映自己工作付出真实

程度的共享感知 )、交互公正氛围 (interactional 
justice climate, 员工对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人

际对待方式和信息沟通程度的共享感知)、人际公

正氛围(interpersonal justice climate, 员工对领导

信任、尊重、支持下属程度和评价下属公正程度

的共享感知)和信息公正氛围(informational justice 
climate, 员工对领导就工作中有关程序、分配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耐心、详细解释程度

的共享感知) (Liao & Rupp, 2005; Spell & Arnold, 
2007)等概念。 

公正氛围与公正感知, 分别作为群体和个体

层面的两个概念, 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构和影响作

用, 公正氛围概念的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必要性(王
怀勇, 刘永芳, 2010)。Morgeson 和 Holfmann (1999)
提 出 区 别 群 体 构 念 与 个 体 构 念 的 两 种 范 式

(approach)：结构(structure)和功能(function)。根据

结构范式 , 群体构念产生于个体成员间的交互 ,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 这种交互作用越明显, 所产

生的群体构念结构越稳定。公正氛围是在群体成

员不断交流自身公正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 个体

公正感知不能代替群体公正氛围 (Liao & Rupp, 
2005)。公正氛围的定义符合结构范式。功能范式

认为群体构念与个体构念的影响对象和影响效果

不同。具体来说, 一方面两个层面的构念会对不

同的对象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 个体层面的公

正感知仅能预测个体的工作倦怠, 而团队层面的

公正氛围则只能预测团队层面的工作倦怠(王怀

勇, 刘永芳, 2010)。另一方面, 即使对相同的对象, 
两个层面的构念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如 Liao 和

Rupp (2005)发现, 在个体层面上, 基于主管的公

正感知对以组织为指向的结果变量的影响要大于

基于组织的公正感知对以主管为指向的结果变量, 
而这一结果在群体层面并不完全成立。Spell 和

Arnold (2007)研究发现, 公正感知和公正氛围均

对员工心理健康(焦虑感和压力感)具有影响, 但
后者的影响更大。综上, 公正氛围的概念是在公

正感知的概念基础上诞生的, 是个体公正感知在

群体层面的集中体现, 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

别, 公正氛围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研究拓宽了组织

公正的研究领域, 有效弥补了公正感知对群体现

象缺乏合理解释的不足。 
2.2  公正氛围的理论基础 
2.2.1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IP, Salancik & Pfeffer, 1978)强调环境对

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认为个体会根据工作环

境提供的线索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并根据

所获得的信息调整自己后续的态度和行为。这些

信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观察他人以往行为, 二
是与他人交流。组织员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受公

正对待的程度, 再经过与上级和同事的交流, 形
成对组织公正程度的初步判断。其他员工也会经

此过程。在这种不断地观察–交流–判断过程中 , 
员工们会形成对组织公正程度的一种趋同的判断, 
公正氛围由此产生。 
2.2.2  吸引–选择–磨合模型 

Schneider (1987)提出的吸引–选择–磨合模型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model, ASA)认为,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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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易被与自己相似特征(包括人格相似、职位相

似、教育程度相似和身体特征相似)的人所吸引, 
求职者与面试官根据相似原则彼此选择, 那些被

认为不合群的人会最终被淘汰出局。同一组织内

的人彼此进行进一步的磨合, 导致该组织愈加同

质化。他们在看待问题上会高度趋同。具体到公

正氛围, 首先特征相似的人在看待和对待问题上

也是相似的。他们会用相似的标准来评判组织的

公正程度。其次, 员工会找那些与自己特征相似

的人来交流, 在此过程中, 他们关于组织公正的

相似评判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最后, 那些对组织

公正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员工会被边缘化, 他们或

被迫离群, 或被同质化。这样, 组织中剩下的都是

那些对组织公正持相同或相似意见的员工, 他们

对组织公正的共同感知便上升为公正氛围。 
2.2.3  公正传染概念 

Degoey (2000)基于 SIP 提出了公正传染

(justice contagion)的概念 , 认为处于同一工作环

境中的员工, 会彼此就与公正相关事件所产生的

想法和感觉进行交流, 这一过程就像传染病相互

传染一样。他将公正传染分为认知传染(cognitive 
contagion)和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认知

传染指组织员工通过对与公正相关信息的彼此交

流与交换产生对公正相似认知的过程(p.56)。例如, 
处于同一工作环境中的员工会通过彼此间关于公

正信息的交流相互弥补自身对公正感知的差距 , 
比如讨论某个事件是否公正, 主管领导的解释和

处理方式是否有效缓解了该事件的消极影响, 以
及组织政策中应如何界定公正评估的标准和条件

等。情绪传染指组织员工或群体对公正相关事件

的情绪反应, 以及受其他员工或群体相关情绪反

应影响的过程(p.57)。换句话说, 员工感受到不公

正对待时会通过情绪(如生气、伤心)表现出来, 这
种情绪会引发同样有此经历的员工相同的情绪反

应, 或者导致其他员工在以后经此相似经历时产

生相似的情绪反应。经过持续、反复地认知传染

或情绪传染过程, 员工的个人公正感知会上升为

集体层面的公正氛围。 
2.2.4  公正启发理论 

公正启发理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FHT, 
Lind, 2001)理论更多用于解释整体公正氛围的形

成。Lind 认为, 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 在面对

庞杂信息和多变的组织环境时, 不可能对所有事

件都进行深思熟虑并做出理性判断, 而更多地是

采用“启发式”的认识方式, 利用首先获得的或容

易获得的信息形成对组织公正程度的评判。员工

在进行公正程度评判时, 不会从组织公正的各维

度(如分配、程序、交互)出发, 而是在一种下意识

的、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对组织公正程度作出一

个整体的评判。Lind 同时认为, 组织环境也是影

响公正评判的启发信息之一。这就是说, 当员工

使用同样的组织环境作为启发信息时就会形成一

种对组织整体公正程度的共享感知, 即整体公正

氛围(Li & Cropanzano, 2009)。 

3  公正氛围的研究视角 

3.1  维度视角 
维度视角注重组织公正的维度构成, 其感知

基础是对组织关于公正规则(rules)执行情况的感

知(Lavelle, Rupp, Manegold & Thornton, 2015), 
如分配公正关注那些与员工收入相关的规则(如
公平、平等、需求)、程序公正关注分配过程的控

制规则(如 Leventhal 等人提出的程序公正 6 规

则)、交互公正关注分配结果执行时的人际交互规

则(如礼貌、自尊、尊严)。关于组织公正的维度组

成, 学者们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目前研究主要存

在三维度和四维度两种划分方法。受此影响, 群
体层面公正氛围的维度划分也主要存在这两种相

应的划分方法。维度视角的公正氛围研究大致分

为四类： 
第一 , 单独研究某一公正氛围维度。Carter, 

Mossholder 和 Harris (2018)以中国服务业的领导

和员工为样本, 研究发现当领导自身期望的和员

工 切 实 感 受 的 权 变 奖 励 领 导 行 为 (contingent 
reward leadership, CRL)越趋于一致, 组织的分配

公正氛围程度越高。同时, 分配公正氛围可以中

介 CRL 一致性对领导效能和团队绩效的影响。李

绍龙、龙立荣和朱思(2017)研究了领导差异化授权

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及机制, 结果发现领导差异化

授权能够通过团队内部的交互公正氛围对团队绩

效产生负向影响, 而这种中介作用还受到团队权

力距离的调节, 即比起权力距离较高的团队, 交
互公正氛围的中介作用在权力距离较低的团队中

更为显著。Shin, Sung, Choi 和 Kim (2015)研究了

高层管理者伦理型领导行为 (top management 
ethical leadership, TMEL)对企业层面组织公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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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和财

务绩效的影响及机制, 结果发现, TMEL 能够营造

良好的伦理氛围, 进而形成程序公正氛围, 最终

提高企业 OCB 和财务绩效。他们认为, TMEL 之

所以最先影响伦理氛围, 是因为 TMEL 与伦理氛

围的匹配程度要高于程序公正氛围。但在对企业

OCB 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 程序公正氛围则要

大于伦理氛围。 
第二, 同时研究多个公正氛围维度。Whiteman, 

Caleo, Carpenter, Horner 和 Bernerth (2012)基于

2000~2010 间管理学和心理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的 66 篇文献, 运用元分析方法研究了公正氛围对

团队效能的影响关系。他们将团队效能分为员工

态度 (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 )、人际行为 (如
OCB、团队凝聚力)、退缩行为(如旷工、离职)和
团队绩效(如生产率、顾客满意度)四个方面。研究

发现分配公正氛围对团队绩效影响最大, 交互公

正氛围对人际行为影响最大, 而在对员工态度的

影响上, 三种氛围相差不大。Moon (2017)根据作

用对象不同将公正氛围的四个维度归为两类：结

果导向(分配和人际)和过程导向(程序和信息), 并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结果导向的两种公正氛围对

与人相关的变量(如员工离职)影响最大, 过程导

向的两种公正氛围对与组织相关的变量(如组织

绩效)影响最大。 
第三 , 不同公正氛围维度间的交互作用。

Tremblay, Chênevert, Vandenberghe 和 Rocheleau 
(2018)通过两两交互研究了四种公正氛围(程序、

分配、人际、信息)对员工服务行为的影响, 结果

发现公正氛围对员工服务行为的影响呈曲线性而

非直线性。具体来说, 一方面, 高–高组合的公正

氛围并不一定促进员工的服务行为, 相反可能还

会导致负面效果(如高分配公正氛围可能会导致

较大的分配差距, 而高信息公正氛围则让这种差

距信息在员工间流传和讨论, 组织伦理问题由此

产生, 员工合作受到影响)。另一方面, 高–低组合

的公正氛围也不一定导致员工服务行为的减少

(如低人际公正氛围会给员工带来工作环境的不

确定性, 而此时高程序公正氛围则会充分发挥其

工具性功能, 让员工感到自己在分配决策制定上

具有话语权, 同时看到领导正在为促进组织公正

付诸努力)。因此他们认为, 能够促进员工服务行

为的应该是这样的公正氛围组合：信息>分配、程

序>人际。 
第四, 将各维度汇总为一个整体公正氛围。

Sora, Caballer, Peiro, Silla 和 Gracia (2010)发现, 
公正氛围能缓解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压力, 降低

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幸福感和离职倾向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他们采用的公正氛围量表虽然是

分维度的(包括程序、分配和交互), 但在处理时将

这些维度得分进行了合并, 实际测量的是整体公

正氛围。 
3.2  整体视角 

多维度组织公正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占据

组织公正研究的主导地位。近些年有学者 (e.g., 
Ambrose & Schminke, 2009; Lind, 2001)对这种分

维度的组织公正研究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种多维

结构难以反映公正现象的全貌, 从而提出了整体

公正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员工根据自身感受和

他人经验所形成的对组织公正程度的整体判断

(Ambrose & Schminke, 2009)。与分维度公正相比, 
整体公正有以下特点：第一, 整体公正能够更好

地反映出个体对公正感知的全貌(Lind, 2001)。第

二, 在研究全局性、概括性结果变量(如整体工作

绩效)时, 整体公正对结果的预测要强于分维度公

正的影响(Ambrose & Schminke, 2009)。第三, 分
维度公正量表大多比较冗长, 而整体公正的量表

题少, 符合学术研究简洁性原则, 便于数据收集

和处理(王宇清, 周浩, 2012)。随着整体公正感知

概念的提出 , 有学者也开始尝试群体层面的研

究。尽管相关研究较少, 但却已体现出整体公正

氛围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Priesemuth, Arnaud 和

Schminke (2013)研究了整体公正氛围对群体反生

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的影响 , 结果

发现, 整体公正氛围能有效减少员工的越轨行为

和政治行为, 而且这种影响受功能相依(functional 
dependence, 同事在工作中相互依赖的程度)的调

节, 即工作中同事间相互依赖程度越高, 整体公

正氛围对员工越轨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越强。

Thornton 和 Rupp (2016)研究了整体公正氛围对群

体亲社会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整体

公正氛围能够有效减少群体越轨行为, 这种影响

均受企业社会责任和群体道德认同的调节, 即企

业社会责任感越强、群体道德认同程度越高, 公
正氛围对群体越轨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大。他们还

发现整体公正氛围能够促进群体亲社会行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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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只受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 
3.3  感知来源视角 

随着组织公正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开始

关注公正感知的来源(sources)。与结构视角不同, 
感知来源视角认为, 员工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公正

感知的不同来源, 员工在感受工作中的公正程度

时会将特定对象作为感知来源, 从而形成对该特

定对象的公正感知(Liao & Rupp, 2005)。也就是说, 
结构视角关注“什么的公正”, 而感知来源视角关

注“谁的公正” (Rupp, Bashshur & Liao, 2007)。有

学者认为, 同一员工会因感知来源不同同时产生

不同的公正评判, 如认为主管不公正, 但觉得同

事之间公正(Lavelle et al., 2015)。在实际研究中, 
感知来源视角往往与结构视角并行研究。公正氛

围的感知来源主要包括组织、主管、同事和顾客。 
3.3.1  组织和主管 

Liao 和 Rupp (2005)基于两种感知来源(组织

和主管)和三种公正类型(程序、人际、信息)构建

了 6 种公正氛围, 分别研究了这 6 种公正氛围对

以组织为指向和以主管为指向的承诺、满意度和

公民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 基于主管的程序和

人际公正氛围能显著预测主管承诺和主管满意度, 
而信息公正氛围对任何以主管为指向的结果变量

都无影响; 基于组织的程序公正氛围能显著预测

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 信息公正氛围只能显

著预测组织公民行为, 而人际公正氛围对任何以

组织为指向的结果变量都无影响(第 249 页)。他们

还发现, 基于不同感知来源的公正氛围对不同指

向的结果变量具有负向影响, 即基于组织的程序

公正氛围对主管承诺和主管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 
基于主管的程序和信息公正氛围对组织公民行为

具有负向作用。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

因在于多重共线性 (multicollinearity)的存在 (第
252 页)。Rupp, Shao, Jones 和 Liao (2014)分别基

于组织和主管两种感知来源, 比较了其与结构视

角的公正氛围(分配、程序、交互)对结果变量的影

响, 发现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 在对以特定目标

为指向的结果变量(分别以组织和主管为指向的

支持、认同、情感承诺、信任)的影响上, 感知来

源视角的公正氛围要大于结构视角的公正氛围 ; 
第二 , 当感知来源与目标变量相匹配时 (组织−
组织、主管−主管 )的影响要大于二者不匹配时

的影响。  

3.3.2  同事 
近些年, 同事公正氛围(peer justice climate)

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认为其不仅体现了员工对群

体的归属感, 还彰显出群体共同伦理准则的存在

(Molina, Jakopec, Cropanzano & Moliner, 2017)。
Cropanzano 等(2011)将同事公正氛围定义为, 同
一群体内一起工作的、不存在正式上下级关系的

员工对彼此间公正对待程度的共享感知(第 568
页)。在其研究中, 他们探讨了同事程序公正氛围

和同事人际公正氛围对团队绩效和团队公民行为

(助人和忠诚)的影响, 结果发现同事公正氛围(程
序和人际)对团队绩效和团队公民行为均具有正

向影响, 但作用机制不同：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是

通过团队任务过程(团队成员的交流、协调、贡献

水平)来实现的, 而对团队公民行为的影响则是通

过团队人际过程(团队的凝聚力、努力、人际支持

水平)得以实现。而且对结果变量的这种影响, 同
事公正氛围要强于个体层面的同事公正感知。Li, 
Cropanzano 和 Bagger (2013)研究了同事公正氛围

的结构组成, 以及同事公正氛围与结构视角的整

体 公 正 氛 围 对 结 果 变 量 的 影 响 。 他 们 基 于

Cropanzano 等(2011)的研究, 在同事公正氛围中

加入了分配公正维度, 假设同事公正氛围是一个

三维结构, 结果并不支持。但他们研究发现, 在对

团队合作、团队满意度和团队绩效的影响上, 比
起结构视角的整体公正氛围, 整体同事公正氛围

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更大。Walumbwa, Hartnell 和

Misati (2017)研究了伦理型领导、公正氛围和群体

学习行为的关系, 结果发现伦理型领导能够营造

良好的整体和同事公正氛围, 这种影响受伦理行

为的中介。同事公正氛围显著影响群体学习行为, 
并中介伦理型领导对群体学习行为的影响, 而整

体公正氛围则不具有这种直接或间接作用。 
3.3.3  顾客 

无论企事业单位(尤其服务性质), 员工经常

要与不同类型的顾客打交道, 其中不乏爱矫情甚

至不讲理者。在与这些顾客不断接触过程中, 员
工的情绪难免出现波动。同时“顾客就是上帝”的
准则为顾客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 更增加了员

工的心理负担。当员工受到顾客不公正(customer 
injustice)对待时 , 其态度和行为便会受到影响

(Skarlicki, van Jaarsveld, Shao, Song & Wang, 
2016)。占小军、李志成和梁雪娇(2015)将顾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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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行为视为顾客欺凌行为的一种, 认为当员工

感知到来自顾客的不公正对待时会对其身心及后

续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 进而影响组织绩效。

Skarlicki 等(2016)研究了顾客公正对以顾客为指

向的破坏行为(customer-directed sabotage)的影响, 
结果发现当员工受到顾客不公正对待时可能会对

顾客采取报复行为, 这种影响还受主管公正的调

节, 即主管不公正会加剧这种负向影响。尽管目

前关于顾客公正的研究均处个体层面, 但正如占

小军等(2015)所指出 , 顾客的不公正行为会引发

同属顾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多数顾客纷纷

效仿这种不公正行为时, 组织员工就会对这个群

体的顾客产生一种较为一致的心理判断, 顾客(不)
公正氛围由此形成。 
3.4  组织氛围属性视角 

Chan (1998)在研究如何将个体层面数据上升

到群体层面时, 提出了氛围水平(climate level)和
氛围强度(climate strength)的概念。前者即一般意

义上的组织氛围, 是组内成员对组织某种现象的

共享感知, 表示氛围的积极或消极程度, 一般由

平均分代表得分; 后者是组内成员对该现象感知

的差异化程度, 表示氛围(积极或消极)的强弱程

度, 一般由方差或标准差代表得分(张晓怿, 王云

峰 , 于巍 , 2016)。关于二者的关系 , Lindell 和

Brandt (2000)研究发现, 氛围水平和氛围强度之

间存在倒 U 形结构关系(第 335 页), 即氛围强度

(用方差表示 )数值越低 , 表示组内差异性越小 , 
一致性越高, 氛围强度越高。 

氛围强度概念的提出为组织氛围研究提供了

新的方向, 学者们开始在各特定氛围领域开展实

证研究, 并发现氛围水平和氛围强度对结果变量

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代表性研究如安全氛围强

度(Zohar & Luria, 2005)、服务氛围强度(Schneider, 
Salvaggio & Subirats, 2002) 、 伦 理 氛 围 强 度

(Neubaum, Mitchell & Schminke, 2004)、创新氛围

强度(Patterson et.al., 2005), 等等。公正氛围强度

的研究一方面借鉴了其他特定氛围强度, 另一方

面源自公正启发理论。该理论认为, 员工在日常

工作中选择与人合作还是特立独行取决于他对组

织公正的感知。公正感知可分为“判断” (judgment 
phase)和“应用” (use phase)两个阶段。在“判断”阶
段, 个体通过领导行为和与其他员工的交流等方

式获得组织公正方面的信息, 形成对组织公正的

一种感知; 员工根据这种“判断”决定下一步的行

为(“应用”阶段)。“判断”很快形成, 且将会一直持

续影响“应用”阶段 , 除非发生“阶段转换事件” 
(phase shifting event), 导致员工重新对组织公正

进行“判断”, 否则 , 这种“判断”和“应用”将会一

直持续(Lind, 2001)。较低程度的组织公正氛围强

度(justice climate strength)或许是导致“阶段转换

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弱公正氛围中, 员工会

不断与高公正判断和低公正判断的员工进行交流, 
从而改变自己原来对组织公正的判断; 而在强公

正氛围中,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应用”阶段会一直

持续下去(Colquitt, Noe & Jackson, 2002)。由此可

见 , 公正氛围强度对结果变量存在直接或间接

作用。 
中外学者从组织氛围属性的视角进行了公正

氛围水平和强度的实证研究。张秀娟、申文果、

陈健彬和杜敏(2008)研究发现 , 不公正氛围强度

可提高团队绩效, 而不公正氛围水平则对团队绩

效无显著影响, 认为团队成员不公正感知的一致

性程度要比不公正感知的平均水平对提高团队绩

效具有更重要的作用。Walumbwa, Wu 和 Orwa 
(2008)研究了权变奖励交易型(contingent reward 
transactional, CRT)领导行为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

影响。CRT 领导行为指根据员工的角色和任务分

配资源、根据绩效进行奖励的一种领导行为(第
252 页)。他们发现, CRT 领导行为能够通过程序

公正氛围强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员工的主管满

意度、组织承诺和 OCB。Cropanzano 等(2011)认
为, 同事程序公正氛围强度对团队绩效和团队公

民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 而同事人际公正氛围强

度对二者没有显著影响。 
3.5  第三方视角 

Topa, Moriano 和 Morales (2013)认为, 在一

起不公正事件中存在三种角色：侵害方(the actor, 
即事件的决定者和实施者)、受害方(the victim, 即
事件的接受者)、第三方(the third-party, 即事件的

旁观者)。以往研究(包括上述三种研究视角)多基

于第一人称视角, 即感知主体为受害方自身。也

有学者(e.g., Brockner, Wiesenfeld, Siegel, Bobocel 
& Liu, 2015; Skarlicki & Kulik, 2004; Topa et. al., 
2013)从组织公正的第三方(感知主体为事件的旁

观者)视角切入研究。因为, 公正往往不是当事双

方的事, 有时也会涉及到与事件无直接关系的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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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 , 并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赵书松等 , 
2018)。Skarlicki 和 Kulik (2004)将第三方定义为, 
获得员工受组织或其代理人不公正对待信息的

人。他们所形成的公正感知即为第三方公正感知

(the third-party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其特点在于并非事件直接当事人但对事

件的公正与否做出了判断 (赵书松  等 , 2018)。
Skarlicki 和 Kulik (2004)认为第三方获取不公正事

件信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获取, 如看到某

员工正在受到领导的辱骂; 更通常的是另一种获

取方法, 即间接获取, 如其他人的描述或新闻报

道。他们认为, 第三方公正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 在一起不公正事件中, 受害者社交网

络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该事件的第三方。该

事件经过小道消息或媒体传播, 那么第三方的数

量将是巨大的。第二, 第三方会通过某种态度或

行为(如给予帮助或冷眼旁观)影响受害者对不公

正事件做出反应。第三, 第三方对不公正事件的

间接感受, 会影响他们后续的态度和行为。 
关于第三方的人员组成, 我们认为可以归结

为两大类：组织内人员和组织外人员。组织内人

员主要为该组织的其他员工; 组织外人员主要包

括受害者的朋友、家属, 组织的顾客、投资者, 公
众及政府组织(Brockner et.al., 2015;Skarlicki & 
Kulik, 2004; Topa et al., 2013)。这些第三方会因自

身角色不同, 而在不公正事件中表现出差异化的

态度和行为方式。具体来说, 第一, 组织内其他员

工会根据受害者的经历和事件处理结果, 联想自

己在遇到相同情境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从而改变

自己后续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 比起遭受不

公正对待的员工本人, 组织内第三方的看法会对

组织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如 Brockner 和 Greenberg 
(1990)研究发现 , 当公司出现裁员时 , 组织内第

三方对裁员事件处理情况是否公正的看法, 要比

被裁的员工的看法更重要, 因为后者已经离开公

司了, 而前者还将继续为公司效力, 他们的态度

和行为将决定着公司的发展方向。第二, 朋友和

家属对受害者更倾向于鼓励、帮助(Skarlicki & 
Kulik, 2004)。Barley (1991)发现, 朋友会鼓励受害

者不要因为一时的时运不济而放弃了对应有权益

的争取。Goldman (2001)认为, 朋友和家人的态度

会对被裁员的受害者是否继续提出法律申诉产生

重要影响。第三, 顾客与投资者都是组织的经济 

来源, 他们对组织的公正感知情况会对组织的发

展产生决定性作用。如据有关报道, 耐克公司因

被曝存在性别歧视和性骚扰丑闻, 导致顾客和投

资者对耐克公司内部的公正问题堪忧, 耐克产品

销量大幅下滑, 股票大跌。第四, 如果员工因遭受

不公正对待而将组织诉诸法律, 法院的审判结果

将会对组织及其员工产生较大的组织和社会影响

(Skarlicki & Kulik, 2004)。 
国内学者赵书松等(2018)从归因角度对第三

方公正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 面对同一组织(不)
公正事件, 第三方的感知和行为并非相同, 这主

要取决于其归因过程。事件因素(如后果的严重

性、违反道德的程度)、个体因素(侵害方因素、受

害方因素、第三方个体因素)、人际关系因素(第三

方与侵害方、第三方与受害方)、组织情境因素(如
公正氛围)都是第三方公正感知的影响因素。关于

第三方公正的影响效果他们认为, 目前研究主要

聚焦于第三方产生不公正感知后的三种行为取向, 
即惩罚行为(倾向于惩罚侵害方的报复取向)、补偿

行为(倾向于补偿受害方的恢复取向), 以及漠视

行为(倾向于不进行干预的维持取向)。 
第三方公正为我们全面认识组织公正提供了

一个崭新视野。虽然目前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不

多, 但也对我们在群体层面研究第三方公正具有

借鉴意义。根据 Skarlicki 和 Kulik (2004)以及赵书

松等 (2018)对第三方和第三方公正感知的界定 , 
结合组织氛围的定义, 我们尝试将第三方公正氛

围定义为：(不)公正事件中的第三方对该事件所形

成的一种共享感知, 这种群体感知能够作为一种

组织或社会环境, 影响该事件的当事者和第三方

后续的态度和行为, 进而影响组织发展。虽然前

文所述研究中并未明确提及第三方是个体还是群

体层面变量, 但我们认为第三方至少是可以存在

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的。而且我们认为第三方群

体的影响要大于第三方个体的影响。正如赵书松

等(2018)所说, 面对同一组织(不)公正事件, 第三

方的感知和行为并非相同。那么, 这些差异化甚

至相反的意见和建议, 也许会在对受害人的影响

过程中此消彼长, 干扰受害人作出判断。如果第

三方的意见和建议趋于一致, 便会形成一种氛围, 
将会对受害者作出最终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

也可能会对不公正事件的执行者(如领导)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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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压力, 从而影响执行者以后的态度和行为。“三
人成虎”的典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此问题。另外, 
如果第三方的数量足够大, 这种氛围将会弥漫到

整个社会, 形成一种社会共识, 势必将在更大范

围内产生影响。尤其在当今网络发达的社会, 一
起不公正事件背后可能有成千上万的第三方, 他
们的态度和行为也许会主导事件的发展方向, 甚
至决定着当事人的生死存亡。 

4  公正氛围的测量 

通过文献梳理, 目前尚未发现公正氛围的专

用量表。学者们在测量公正氛围时多采用个体层

面组织公正感知量表, 通过语义转换和不同的处

理方式将个体层面数据聚合(aggregate)至集体层

面作为公正氛围的得分。学者们最常用的公正感

知量表有 Moorman (1991)与 Niehoff 和 Moorman 
(1993)的三维 (分配、程序、交互 )量表 ,  以及

Colquitt (2001)的四维(程序、分配、人际、信息) 
 

量表。Naumann 和 Bennett (2000)根据 Moorman 
(1991)的程序公正感知量表开发了程序公正氛围

量表, 成为测量程序公正氛围的常用量表。测量

整 体 公 正 时 , 最 常 用 的 量 表 是 Ambrose 和

Schminke (2009) 编 制 的 整 体 公 正 感 知 量 表

(perceived overall justice, POJ)。该量表共 6 题, 3
题用于测量个体对组织整体公正程度的自身感知, 
3 题用于测量个体对组织对待所有员工整体公正

程度的感知(其中 2 题为反向)。在多感知来源公正

氛围研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有 Liao和 Rupp 
(2005)的基于组织和主管的公正氛围量表 , 以及

Li 等(2013)的同事公正氛围量表。表 1 列出了测

量公正氛围的代表性量表。 
量表有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把获得的

个体层面数据上升至群体层面。群体层面的研究, 
数据来源可以在不同层面, 但构念、测量和分析

应处于群体层面 ( 于海波 ,  方俐洛 ,  凌文辁 , 
2004)。Chan (1998)总结了 5 种将个体层面数据聚 

表 1  公正氛围代表性量表 

引用文献 
公正氛围类

型/感知来源 
基础公正 
感知量表 

公正氛围典型题目 
数据聚合

方式 

Naumann 和
Bennett (2000) 

程序 Moorman (1991) 工作组的员工们认为工作组作出决定时能够遵循一致

的规则和程序。 
参照点转换

Ehrhart (2004) 程序 Colquitt (2001) 部门的奖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公正无偏。 参照点转换

Liao 和 Rupp 
(2005) 

程序、信息、

人际(分基于

组织和基于 
主管) 

Byrne (1999) 基于组织的程序：我认为组织的程序和政策非常公正; 
信息：我能够及时了解组织发生的变革及其原因 ; 人
际：组织对我非常尊重。基于主管的程序：我认为主管

的程序和政策非常公正; 信息：我能够及时了解主管作

出的政策改变及其原因; 人际：主管对我非常尊重。 

直接一致性

Spell 和 Arnold 
(2007) 

分配、程序、

交互 
Colquitt (2001) 程序：在有关薪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能表达自己

的建议和感受。分配：我的薪酬反映了我在工作中所付

出的努力。交互：我的主管领导对我很礼貌。 

直接一致性

Ambrose 和
Schminke 
(2009) 

整体 Lind (2001); 
Colquitt 和 
Shaw (2005) 

组织对员工自身：整体来说, 组织对我很公正。 

组织对全体员工：大多数情况下 , 组织对员工们很公

正。 

直接一致性

参照点转换

Cropanzano 等
(2011) 

同事(程序、人

际) 
Leventha (1976); 
Donovan 等(1998)

同事程序：同事们能够在团队就决定中表达他们自己的

观点和感受。同事人际：同事们经常相互轻视(反向问

题)。 

参照点转换

Hsiung (2012) 程序 Niehoff 和
Moorman (1993) 

领导能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参与到工作决定中来。 参照点转换

Li 等(2013) 同事(分配、程

序、人际) 
Li 和 Cropanzano, 
(2009);Cropanzano
等(2011) 

同事分配：同事们所得的报酬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付

出。同事程序：同事们能够在团队就决定中表达他们自

己的观点和感受。同事人际：同事们经常相互轻视(反
向问题)。 

参照点转换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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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至群体层面的模型, 即相加模型、直接一致性

模型、参照点转换模型、离散模型和过程模型。

相加模型将个体层面数据直接加总或平均代表集

体层面得分, 不考虑组间差异。由于公正氛围是

集体成员的共享感知 ,  所以相加模型很少被采

用。过程模型由于缺乏经验算法 ( e m p i r i c a l 
algorithm), 因此不适合于公正氛围的测量(Li & 
Cropanzano, 2009)。直接一致性模型和参照点转

换模型都强调组内一致性, 是学者们采用最多的

测量氛围水平的方法。二者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后

者将参照点从个体转换为集体, 即在题目描述上

进行参照点转换。如在测量分配公正氛围时, 采
用直接一致性模型的题目可能是“我的薪酬反映

了我对工作组的贡献”, 而采用参照点转换模型

的题目则变为“我们的薪酬反映了我们对工作组

的贡献”。有研究发现采用这两种模型会对研究结

果具有不同影响。Whiteman 等(2012)认为, 当测

量题目以“我的单位”为参照点时, 公正氛围对工

作效果的影响要远大于以“我”为参照点。另外需

要说明的是, 当采用这两种模型时需要对数据进

行评分一致性检验(张晓怿等, 2016)。常用的检验

标准有 rWG (组内评分者信度)和 ICC (1)、ICC (2) 
(组内相关系数)。一般来说, rWG 需满足：中位数 > 
0.7 且 > 0.7 的 rWG 数占总数的 90%以上(罗胜强, 姜
嬿, 2014)。ICC 需满足：ICC (1) > 0.25, ICC (2) >  

 

0.75 (LeBreton & Senter, 2008)。离散模型表示组

内员工个体感知的离散程度, 常用于测量氛围强

度, 分数越高表示氛围越强, 反之表示氛围越弱

(张晓怿等, 2016)。 

5  公正氛围的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公正氛围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领导、团队和

组织三方面。不同领导特质和领导行为对公正氛

围的各维度具有不同程度影响, 其中伦理型领导

行为和真实型领导行为还会影响整体公正氛围。

团队因素则与公正氛围强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而

组织因素中的权力距离与价值观更多影响到程序

公正氛围和整体公正氛围。公正氛围的影响结果

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和团队层面的员工态度、行为、

绩效的影响, 以及对组织层面的其他类型的组织

氛围的影响上。在对同一个体层面变量的影响上, 
我们发现公正氛围和公正感知的影响基本一致或

前者稍强于后者(e.g., Cropanzano et. al., 2011)。这

一点在 Whiteman 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p.784)。对于员工态度、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个
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而对

于团队和组织特有的现象(如团队合作、团队凝聚

力), 公正氛围则展现出其独特的解释能力。本文

基于文献梳理, 构建了公正氛围实证研究模型(如
图 1 所示)。 

 
 

图 1  公正氛围实证研究汇总模型(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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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公正氛围的影响因素 
5.1.1  领导因素 

领导特质和领导行为均能对公正氛围的形成

具有影响。Mayer, Nishii, Schneider 和 Goldstein 
(2007)研究了领导的大五人格对公正氛围的影响, 
结果发现领导亲和性与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正相

关, 说明那些可信的、友善的、具有合作精神的

领导更倾向于尊重和礼待下属, 并能定期地与下

属分享信息; 领导神经质性与程序、信息、人际

公正氛围均负相关, 说明那些情绪不稳定的领导

对待下属往往不能一如既往, 与下属交流的方式

不得当, 对下属的评价也不合理; 领导责任心与

程序公正氛围正相关, 说明有责任心的领导通常

比较严格, 对标准执行方面能够一视同仁; 领导

外向性则与公正氛围的任何维度都不相关。容琰、

隋杨和杨百寅(2015)发现 , 领导情绪智力能显著

提升交互公正氛围, 这种影响还受权力距离的调

节, 即权力距离越大领导情绪智力对交互公正氛

围影响越大。 
领导行为对组织氛围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张晓怿 等, 2016), 对公正氛围也一样。研究

发现, 不同领导行为能够产生不同类型的公正氛

围。具体来说, 服务型领导尊重下属, 鼓励员工表

达观点, 利于较高水平伦理行为的产生, 有助于

营造积极程序公正氛围 (Walumbwa, Hartnell & 
Oke, 2010)。伦理型领导关心下属幸福, 礼貌对待

下属, 有利于营造良好交互、整体和同事公正氛

围(Walumbwa et al., 2017)。变革型领导的个人关

怀维度能够通过个体层面的人际公正感知影响员

工 OCB, 领导魅力维度能够通过群体层面的人际

公正氛围影响员工 OCB (Cho & Danserear, 2010)。
真实型领导的道德水平较高, 诚实守信, 当面对

困难和有争议的决定时, 他们能保持对内在价值

观的忠诚, 而非只是简单地服从社会压力。同时, 
真实型领导承认自身缺点和不足, 能够直面组织

出现的问题, 还易于接受不同意见, 有益于公正

氛 围 的 形 成 (Hsiung, 2012; Kiersch & Byrne, 
2015)。 
5.1.2  团队因素 

Colquitt 等(2002)研究了团队特征(规模、集体

精神、人口多样性)对程序公正氛围水平的影响, 
发现团队规模与程序公正氛围水平负相关, 即团

队人数越多, 成员对团队功能的参与度越低, 从

而降低了每个人对团队程序公正的感知程度; 团
队集体精神与程序公正氛围水平正相关, 即存在

较多具有集体精神员工的团队更容易在对程序公

正形成一致和稳定的感知; 而团队人口多样性与

程序公正氛围水平无显著影响。他们还研究了团

队特征对程序公正氛围强度的影响, 发现规模越

大、人口多样性程度越高的团队, 其程序公正氛

围强度越弱, 而团队集体精神对程序公正氛围强

度无显著影响。Roberson (2006)运用社会比较理

论研究了群体互依性 (interdependence)和群体认

同对群体程序和分配公正氛围的形成及氛围强度

的影响, 结果发现互依性高的群体其成员有更多

的机会彼此分享信息, 通过进行组内公正感知比

较, 更容易产生对群体公正的共享感知。他还发

现, 群体互依性对程序和分配公正氛围强度具有

影响, 即群体互依性越高, 程序和分配公正氛围

越强 , 这种影响受群体认同的中介 , 也就是说 , 
高群体互依性提升了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 从
而增强了对公正氛围的感知一致性。 
5.1.3  组织因素 

Cole, Carter 和 Zhang (2013)从组织文化的角

度研究了领导−团队权力距离价值观的一致性

(congruence)程度对程序公正氛围的动态影响, 以
及对团队绩效和团队 OCB 的间接影响, 结果发现

领导−团队权力距离价值观一致性对程序公正氛

围具有正向影响, 即领导的权力距离价值观和团

队的权力距离价值观越接近, 对程序公正氛围的

正向影响越大, 而当两种价值观偏离时, 则不利

于程序公正氛围的形成。他们还发现, 当领导权

力距离价值观高于团队权力距离价值观时, 程序

公正氛围的衰弱程度要明显大于团队权力距离价

值观高于领导权力距离价值观时。 Schminke, 
Arnaud 和 Taylor (2015)研究了企业价值观与公正

氛围的关系。他们基于 Schwartz 的价值循环框架

(circular framework of values), 选取了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t)和自我提高 (self-enhancement)
两种价值观, 探讨了其与程序公正氛围和整体公

正氛围的关系, 结果发现这两种价值观对两种公

正氛围均具有显著影响, 并认为价值观和公正氛

围的这种影响关系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影响而改变。 
5.2  公正氛围的影响结果 
5.2.1  个体层面 

公正氛围作为一种工作环境, 能够对个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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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员工态度、行为、绩效产生跨层次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Whiteman et al., 2012)。综合前文我们发

现 , 公 正 氛 围 能 够 增 强 员 工 的 组 织 承 诺

(Whiteman et al., 2012)、工作满意度(Liao & Rupp, 
2005; Walumbwa et al., 2008)、幸福感(Sora et al., 
2010), 激发服务行为(Tremblay et al., 2018), 降低

工作压力和焦虑情绪(Spell & Arnold, 2007)、离职

倾向(Moon, 2017), 减少旷工行为(Whiteman et al., 
2012)、越轨行为和政治行为 (Priesemuth et al., 
2013)。另外, Bernerth, Whitman, Walker, Mitchell
和 Taylor (2016)研究了公正氛围对权威人物自身

心理健康的影响, 发现程序和交互公正氛围能够

提高权威人物的职业满意度, 降低情感衰竭, 交
互公正氛围还能促进正向情绪, 而在对这些因素

的影响上, 交互公正氛围的影响要大于程序公正

氛围。Zhang, Qiu 和 Teng (2017)发现程序和信息

公正氛围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从而

激发他们的 OCB, 而信息公正氛围对员工的组织

支持感无显著影响。Pecino 等(2018)发现人际公正

氛围能有效减少员工的工作倦怠, 增强其工作投

入, 进而实现工作–家庭平衡, 提高角色外绩效。 
5.2.2  团队层面 

公正氛围对群体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进

团队合作、激发群体组织公民行为、提高群体绩

效和改善组织环境等方面。综合前文我们发现 , 
公正氛围能够提高团队工作满意度(Cropanzano et 
al., 2011; Li et al., 2013)、群体组织承诺(Whiteman 
et al., 2012), 增强团队合作 (Cropanzano et al., 
2011; Li et al., 2013), 促 进 群 体 学 习 行 为

(Walumbwa et al., 2017)、亲社会行为(Thornton & 
Rupp, 2016), 改进群体绩效 (Cropanzano et al., 
2011; Moon, 2017), 有 效 减 少 群 体 离 职 倾 向

(Moon, 2017)、越轨行为(Thornton & Rupp, 2016)。
另外, Hakonen 和 Lipponen (2008)以虚拟团队为对

象, 研究了程序公正氛围对团队认同的影响, 发
现二者的关系受面对面会议频率和地理分散程度

的调节：面对面会议越少, 地理分散程度越高, 程
序公正氛围对团队认同的影响越强。换句话说 , 
团队成员通过提高公正感知来降低自身感受到的

团队的不确定性。当面对面会议越少, 地理分散

程度越大时, 团队成员将会更加依赖于程序公正

氛围以获得存在感。张汉鹏、李文勇、高春燕和

王秀国(2014)以产品研发团队为样本 , 研究了程

序、交互公正氛围对研发绩效的影响, 结果发现

程序和交互公正氛围均能显著影响团队凝聚力

(任务凝聚力和人际凝聚力), 且均能通过团队凝

聚力的作用间接影响团队研发绩效。王站杰、买

生和李万明(2017)发现 , 公正氛围能提高集体的

凝聚力, 从而有效减少个人和集体离职行为, 这
种影响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Ünal, Chen
和 Xin (2017)发现公正氛围能增强团队和谐, 进
而促进团队利他行为, 提高团队绩效, 这其中交

互公正氛围的作用最大。 
5.2.3  组织层面 

公正氛围对组织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

他组织氛围的影响上。Deery 和 Iverson (2005)研
究发现, 程序公正氛围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劳动合

作关系氛围, 从而促进员工组织承诺, 提高劳动

生产率, 提升服务质量。Luria 和 Yagil (2008)认为, 
程序公正氛围有利于伦理氛围的产生, 表明组织

领导在作出决定时的程序公正会被员工视作道德

典范。张晓怿和王云峰(2018)研究了群体公正氛围

在激发组织活力中的作用及机制。他们将群体建

言行为视为组织活力的体现之一, 研究发现群体

程序、分配、人际、信息公正氛围能有效激发群

体建言氛围, 从而促进了群体员工的建言行为。 
5.3  公正氛围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 公正氛围能够作为中介变量有效

传递领导特质、风格或行为对员工或群体态度、

行为和绩效的影响。Uen, Chen S-Y., Chen H-C.和
Lin (2016)研究发现, 当公司主管被暂时停职时, 
其道德义务违反行为(moral obligation violation)
会导致消极的整体主管公正氛围, 进而影响主管

们的情感承诺。刘蕴、李燕萍和涂乙冬(2016)分别

从个体和团队层次研究了人际公正在领导–成员

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和助人行为

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个体层面 LMX 能通过

人际公正感知间接影响个体助人行为, 团队层面

LMX 平均水平能通过人际公正氛围间接影响团

队助人行为, 还能跨层次影响个体助人行为。严

瑜和张振嘉(2017)认为, 消极的交互公正氛围会

加剧组织层面的辱虐管理对组织和个体的负向影

响, 具体表现为组织层面 OCB 减少、偏离行为增

多、组织关系冲突水平提高, 以及个体层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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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和情感承诺降低、个体 OCB 减少、指向领

导的偏离行为增多等。Walumbwa 等(2017)发现, 
同事公正氛围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对群体学习行

为的影响, 而整体公正氛围在二者间则不具有中

介作用。Seo 和 Lee (2017)研究了群体 LMX 水平

和群体情感氛围(group affective tone, 群体员工

一致或相似的情感反应)的关系, 发现人际公正氛

围在二者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即高水平的 LMX
能够易于良好人际公正氛围的形成, 进而有利于

营造积极的群体情感氛围。李绍龙等(2017)发现, 
领导差异化授权会降低团队的交互公正氛围, 从
而降低团队绩效, 同时这种中介作用还受到团队

权力距离的正向调节, 即在权力距离较高的团队

里, 交互公正氛围在领导差异化授权和团队绩效

间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5.4  公正氛围的调节作用 

公正氛围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主效应方向的改变; 二是对主效应强度的

改变。Zhang 和 Jia (2013)研究了信息和人际公正

氛围对延伸目标 (stretch goals)和员工非伦理行

为、关系冲突间的调节作用, 发现信息和人际公

正氛围能够分别降低延伸目标对非伦理行为和关

系冲突的影响。苗仁涛、周文霞、刘丽、潘静洲

和刘军(2015)认为 , 高绩效工作系统能提高员工

组织支持感, 这种影响受程序和交互公正氛围的

正向调节。Sung, Choi 和 Kang (2015)研究发现, 只
有当组织存在较高程度的程序公正氛围时, 激励

薪酬才会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 而当程序公正氛

围程度较低时, 二者则呈现负相关。Özduran 和

Tanova (2017)发现, 程序公正氛围负向调节主管

教练行为对员工责任感和 OCB 的正向作用, 因为

在高程序公正氛围中, 员工会感到更多的安全感, 
此时主管教练行为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 而在低

程序公正氛围里, 主管的教练行为则会为员工提

供了心理保障。Magni, Ahuja 和 Maruping (2018)
认为在以信息和科技为主要工作交流手段的今天, 
团队呈现出离散化趋势, 不利于团队合作和绩效, 
而程序公正氛围能够作为一个杠杆, 增强团队凝

聚力 , 有效缓解团队离散对团队绩效的负向影

响。Tse, Lam, Gu 和 Lin (2018)发现, 在低程度程

序公正氛围条件下, 如果员工感知到同事的 LMX
水平大于自己的 LMX 水平时, 他们会显示出对

同事的敌意情绪, 甚至作出报复同事的行为。 

6  研究评价与展望 

6.1  现有研究评价 
虽然对组织公正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5

年 Adams 提出的公平理论, 但关于公正氛围的研

究至今只有 20 年的时间。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

梳理 , 我们发现公正氛围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 理论研究方面。通过对公正氛围发展

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 组织氛围与公正感知的相

关研究共同促进了公正氛围理论的发展。如组织

氛围中特定氛围(focused climate, 张晓怿等, 2016)
和氛围强度(Chan, 1998)概念的提出, 分别催生了

公正氛围和公正氛围强度, 而公正感知从多维到

整体再到多感知来源的发展过程也在公正氛围研

究中有所体现。从多维到整体的回归, 反映出学

者们不再过多纠结组织公正的结构, 而是将其视

为一个整体, 把更多精力放在其影响因素和对其

他变量的影响结果上。这可以说是组织公正在研

究范式上的一次革命, 对组织公正的整合可以无

可比拟的优点引来更多研究者的目光(王宇清, 周
浩, 2012)。多感知来源组织公正虽然再次将组织

公正引向“分裂”之路, 但研究的重点从过去关注

对组织内部公正规则的感知转向对组织内、外部

实体的感知。 
第二, 公正氛围的测量。翻遍手头所有中外

文献, 我们始终未找到一个专门用于测量公正氛

围的量表。在实际测量中, 研究者都是在个体公

正感知量表的基础上, 采用 Chan (1998)的合成模

型(直接一致性或参照点转换一致性)对题目进行

改编以测量公正氛围。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为我们

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Li 和 Cropanzano (2009)曾
经指出, 由于采用不同的个体公正感知量表和不

同的合成模型, 对公正氛围的研究既不严谨, 也
可能造成结果相左。因此他们强烈呼吁未来出现

一个经过严格验证的、被广泛认可的、专用的公

正氛围量表。因为, 尽管我们采用了这样或那样

的方法, 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同一个量表来测量

两个不同的变量(Li & Cropanzano, 2009)。 
第三, 实证研究方面。(1)公正氛围的前因与

后果。对公正氛围影响结果的研究远多于对其影

响因素的研究, 可见学者们对于公正氛围作为一

种组织环境对组织结果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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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浓厚的兴趣。我们发现领导因素(领导特质和

领导行为)、团队特征和组织文化都能对公正氛围

的形成产生影响, 还能通过公正氛围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员工态度、行为、绩

效, 以及组织环境。同时, 公正氛围还对个体和群

体层面的变量具有调节作用。在对同一个体层面

变量的影响上, 公正氛围的影响有时会大于个体

公正感知的影响。(2)在公正氛围的研究类型上 , 
对程序公正氛围的研究最多, 数量远超分配和交

互(又分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

以往个体层面研究过多关注程序公正感知所致。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组织或领

导的决策过程, 而忽视了决策结果以及在与组织

和领导交互过程中的感受。(3)基于感知来源视角

的研究正在兴起, 这为组织公正研究提供了一个

新的方向。公正感知来源主要包括组织、主管、

同事和顾客。相关研究已表明基于不同感知来源

的公正感知对结果变量具有不同影响。(4)不同于

以往基于第一人称视角, 第三方公正关注(不)公
正事件中旁观者对事件的公正感知, 由此形成的

第三方公正氛围将会是公正氛围研究的一个全新

视角。 
6.2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 多
种领导行为对不同公正氛围影响的比较研究。现

有研究多探讨某种领导风格 /行为对某种公正氛

围“一对一”影响, 鲜有研究将多种领导行为与多

种公正氛围放在一起比较。我们认为这种比较研

究有利于发现特定领导行为对特定类型或感知来

源公正氛围的影响, 这样组织在实际管理中方能

“对症下药”。另外, 作为诞生于中国本土的一种领

导风格, 家长式领导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

注。有学者也对家长式领导与组织公正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尽管相关研究不多, 且研究都处于个

体层面, 但为群体层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周浩

和龙立荣(2007)发现 , 家长式领导的仁慈和德行

维度对组织公正感各维度(程序、分配、领导、信

息)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威权维度仅对领导公正

有显著消极影响。因此他们认为, 家长式领导对

下属公正感的影响更多来自仁慈领导和德行领

导。关于家长式领导对公正氛围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的研究, 以及以公正氛围为中介或调节变量研

究家长式领导对结果变量影响的研究或许是未来

的一个方向。 
第二 , 其他领导因素对公正氛围影响的研

究。除大五人格外, 未来研究还可从其他领导特

质入手研究。如 Ones (2005)提出了领导的综合人

格特质(leaders’ compound personality traits)概念, 
其内容主要包括诚信、客户导向、暴力倾向、抗

压能力、吸毒与酗酒情况, 以及管理潜能。他们

还通过元分析方法, 发现综合人格特质与大五人

格对员工态度、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存在不同。

再者, 探讨领导行为在领导特质与公正氛围间的

中介作用也值得尝试, 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

解领导因素在公正氛围形成中的动态影响过程。

Mayer 等(2007)认为, 比起领导特质, 领导行为对

公正感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员工更多地是通

过领导实际表现出的行为来做出公正感知的评判, 
而非领导本身具有的特质。其他领域的研究对此

已有证明。如 Walumbwa 和 Schaubroeck (2009)
发现, 具有亲和力和责任心的领导往往表现出伦

理型领导行为, 有益于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知, 
而领导神经质则与伦理型领导行为负相关, 从而

会降低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知。另外, 我们认为还

可以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学历、

任期等)对公正氛围形成的影响, 而以往这些变量

大多被作为控制变量。如果能有研究发现这些变

量对公正氛围营造的影响, 甚至发现不同性别、

年龄、学历、任期的领导对不同组织群体(如以工

作性质划分的生产、营销、财务等部门)的差异化

影响, 可以帮助组织有针对性地任命干部 , 增强

领导与下属间的关系, 提高团队凝聚力。 
第三, 不同公正氛围对结果变量影响的比较

研究。现有研究发现, 程序、分配、交互(人际和

信息)公正氛围均对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员工态度、

行为和绩效有一定影响。但究竟哪种氛围对哪种

结果变量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是否还受其他边

界条件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较少。Whitman, 
Caleo, Carpenter, Horner 和 Bernerth (2012)通过元

分析比较了程序、分配、交互公正氛围对组织有

效性的影响, 结果发现三种公正氛围均对组织有

效性有显著影响, 其中分配公正氛围对群体绩效

(如生产率、顾客满意度)影响最大, 交互公正氛围

对群体过程(如凝聚力、OCB)影响最大。他们原

假设在这三种公正氛围中, 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

态度(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群体矿工行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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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影响, 但结果却不支持。他们认为, 尽管进

行单独研究时, 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态度和群体

矿工行为均有影响, 但当把三种公正氛围放在一

起时, 分配公正氛围和交互公正氛围的高相关性

导致了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态度和群体矿工行为

的不相关。他们将这种高相关性归因于样本数量

较少。由于公正氛围的影响结果广泛, 因此发现

特定类型公正氛围对特定组织结果的差异化影响

将对组织管理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四, 公正氛围的测量。由于公正氛围的概

念源自公正感知, 所以目前在对公正氛围的测量

上大多采用将公正感知量表进行语义转换, 然后

通过数据聚合的方法获得公正氛围的得分。正如

前文所述, 公正氛围与公正感知实际上是两个不

同的构念, 对于公正氛围的测量应与公正感知有

所区别。我们认为, 要想将二者在测量上区别开

来, 首先应从公正氛围的维度划分上入手。学者

们对组织公正的维度组成始终未达成一致, 而现

有对公正氛围维度的划分几乎完全复制了公正感

知的维度划分方法。未来应加强对公正氛围结构

的研究, 界定公正氛围的维度。同时, 在测量本土

企业时, 对于公正氛围的测量还应考虑中国文化

背景因素。如刘亚、龙立荣和李晔(2003)在测量公

正感知时, 发现西方学者提出的人际公平更多涉

及物质分配, 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企业, 因
为将其改为“领导公正”, 更多关注精神分配。另外, 
段锦云、王娟娟和朱月龙(2014)认为组织氛围测量

有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即先测量个体层面的

心理感知, 在满足聚合条件的前提下, 将数据上

升至群体层面。这种方法即当前学者们普遍采用

的方法。间接法即将组织氛围视为一种客观存在, 
对其直接测量, 如 HayGroup 公司的 Q47 法和盖

普洛公司的 Q12 法。他们认为这两种方法题量精

简, 操作方便, 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未来对

公正氛围的测量也可参考。除了问卷调查法, 情
景实验法也值得尝试。王怀勇和刘永芳(2010)认为, 
由于公正话题敏感, 答题者容易受社会称许性影

响, 以致测量数据不够精确。而情景实验法则能

有效避免这种不足。 
第五, 文化因素对公正氛围的影响研究。研

究组织氛围离不开组织文化, 因为组织氛围是组

织文化最外层的表征(Colquitt & Zipay, 2015), 组
织文化是组织氛围形成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影响因

素(段锦云等, 2014; Rupp et.al., 2007)。而组织文化

势必会受到国家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准则的影响, 
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会形成不同的组织文化, 从
而形成不同的组织氛围。例如在集体主义较强的

中国可能会形成较强的助人氛围, 较弱的建言氛

围; 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 则可能出现

相反的情况。但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全球化, 一个

企业中会存在来自不同国家、具备不同文化背景

的员工, 他们在长期工作中彼此融合, 会重塑自

己原有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因此组织氛围也有

可能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段锦云等, 2014)。具体

到公正氛围情况也是一样。已有研究表明, 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对组织公正内涵的理解有所差

别, 这种理解的差别对其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e.g., Bidder, Chang & Tyler, 2001)。我们认为, 
当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存在于一个企业中

时, 所形成的公正氛围应有所差别(至少在氛围强

度上有所差别), 对员工个体及群体的态度和行为

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尤其在当今中国经

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外国员工在中国

企业工作, 中外合作的现象日益明显。独资、合

资、外资企业所具有的公正氛围有哪些区别？对

各自企业及其员工又有哪些影响？这种公正氛围

对员工和群体态度、行为的影响是否普遍适用？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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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A review of theory, perspective and framwork 

ZHANG Xiaoyi; GAO Ji; WANG Yu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fers to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s about the fairness in the 
workplace. Previous studies, lacking of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the group-level phenomenon of the 
organization, mainly focused on th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t the individual-level. Recently, 
schola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t the group-level, namely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Since then, fruitful research about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 are achieve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model, justice contagion and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were primarily used to account fo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Empirical studie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types, sources, quality and strength, and the third-party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On one hand, some research has analyzed how leadership and 
teams a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On the other hand, other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on employees and teams. Future research can place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factors from leaders o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effec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justice as well as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Furthermor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factors o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is also recommended.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justice perception; justice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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